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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结合一个案例具体阐释了在市场转型时期 , 拥有共同经历的
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产生的过程及特征 。在具体分析中 ,分别阐
述了国企工人的利益共识产生的过程和原因 ,以及构建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
的要素和过程 ,从而提出了本文的中心命题 , 即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和阶级
意识产生于生产过程之外。文章认为 , 国企工人抗争的本质并非是雇佣劳动
力与资本的斗争 , 导致国企工人形成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的也并非是工厂纪
律 , 而是社会制度变迁和单位管理层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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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E.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中指出:

“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

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 ,他们的利益与

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 ,阶级就产生了。”(汤普森 ,2001 1963:

1-2)在这句话里 ,汤普森实则指出了阶级形成的几个根本性要素 ,他

认为在阶级形成过程中 ,阶级成员除了具有共同的经历之外 ,还需认知

到共同的阶级利益 ,即产生阶级意识。显然 ,汤普森的观点继承了传统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形成理论的传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 ,

“自在阶级”必将成为“自为阶级” ,但是这一转变需要进行阶级意识的

启发和组织动员(转引自李春玲 , 2005:265)。所以 ,阶级成员对共同利

益的认同和阶级意识的产生是阶级形成的关键性要素 ,那么 ,在中国的

市场转型时期 ,拥有共同经历的国企工人是否产生了这种利益共识呢 ?

并且 ,这种利益共识是否是一种阶级意识? 这种阶级意识产生的过程

具有哪些特点?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将结合一个案例进行分析 。

下面分成四个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一 、阶级意识的概念和理论;二 、利益

共识是如何产生的? 三 、传统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与阶级意识;四 、阶

级意识形成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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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阶级意识的概念与理论

与其他基本概念一样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阶级意识的概念做出

具体的界定 ,但是 ,在马克思的整个阶级分析中 ,阶级意识是个至关重

要的概念 。马克思赋予了工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 ,但他并没有

在理论上说明工人如何从经济的生产者转变为政治的行动者。在《哲

学的贫困》一文中 ,马克思在区分“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时候认

为 ,仅仅是大批工人的共同经济地位和他们与资本家的共同利害关系 ,

只能使他们对资本来说形成一个“自在阶级” ;只有在他们与资产阶级

的对立和冲突中 ,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处境和利益 ,并团结起来 ,才

能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为阶级”(马克思 , 1961 1847)。在这一表述

中 ,马克思指出 ,自为阶级不仅在客观层面 ,而且在主观上要对自身所

处的阶级关系有明确的认识 ,确立自己作为归属的阶级之一员的角色

感 ,即阶级意识 ,尔后才可能产生阶级意识驱动下的阶级行动 ,从而完

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意识的产生是“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

阶级”的关键环节和不可或缺的要素。

按照马克思的思路 ,卢卡奇(Georg Lukacs)对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概

念做了辩证的解释。他在写于 1920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 ,潜

心阐释了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念 ,并将之上升到无产阶级最终的历

史使命得以达成的前提高度。根据卢卡奇的界定 ,阶级意识就是对生

产过程中特定的地位所做出的适当及合理的反应 ,而这些反应则要归

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类型的地位 。因此 ,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

单个人所思考或感觉的东西的总合 ,也不是其平均值 。而且整个阶级

在历史上有意义的活动 ,最终是由这种意识所决定的 ,而不是由个人的

思想所决定的———这些行动只能根据这种意识来理解 。所以卢卡奇认

为 ,在理解阶级意识的概念时 ,并不能把实际的心理意识状态和阶级意

识相混淆 ,而要把阶级意识同经验实际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描述 、

解释的人们关于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思想区别开来(卢卡奇 , 1992 

1923)。如果从这一理解出发 ,那么卢卡奇认为 ,阶级意识 ———抽象地 、

形式地来看 ———同时也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 、历

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从卢卡奇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阶级意识

是超越于阶级集团中个人观念之上的“群体意识” ,就这一点而言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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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涂尔干的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事实”或“集体的意识表象” ,它

绝不等同于个人思想的集合。按照这种“群体意识”的理解 ,后来米尔

斯(C.Wright Mills)从三个方面对阶级意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一 ,

对本阶级利益的理性认识;其二 ,对其他阶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及有

意识反对;其三 ,对运用集体政治手段达到集体政治目的以实现自己利

益的认识及随时行动的准备(米尔斯 ,1987:363-364)。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 ,关于阶级意识的表述及具体运用 ,在不同

理论家的思想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赖特(Erik Olin Wright)把对阶级

意识的表述归结为两种 ,他认为 ,对某些理论家来说 ,阶级意识被看作

是阶级作为群体性实体的一个对应现实的或者被赋予的特征 ,而对另

一些人来说 ,阶级意识则被理解为人类个体作为阶级成员的具体属性

(赖特 ,2006 1985:244)。赖特认为 ,卢卡奇的观点是第一种观点最好的

表现 ,卢卡奇根据对应现实的条件定义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是人们作

为生产过程中特定定位上的占据者所感觉和所相信的 ———如果他们是

理性的(赖特 ,2006 1985:244-245)。阶级意识的第二种一般看法是把

它看成是人类个体的具体主观性的一个特殊方面 。只要阶级意识涉及

到对宏观社会的解释 ,那这种解释就凭借着它帮助解释个人选择和行

动的方式而实现 。在这种用法中 ,只要这一术语被应用于群体或组织 ,

它要么指的是个人意识在相关总量中的模式分布 ,要么就是描述主要

趋势的特征的方法(赖特 ,2006 1985:245)。但赖特同时也指出 ,这样一

种超个体的实体 ,尤其是“阶级” ,由于它们并不是具有头脑 、能够思想 、

能够权衡选择和具有偏好等实体种类 ,因而并不具有字面意义上的意

识。赖特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些对阶级意识的系统探讨 ,都倾向于迷恋

哲学和方法论议题 ,其结果是 ,这些系统的讨论都没有关注对它所解释

及得出结论中的经验问题(2006 1985:241)。

所以 ,近年来 ,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致力于探讨阶级意识在经验

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定义 。奥尔曼(Bertell Ollman)定义了从劳工的阶级

处境发展成为阶级意识的九个步骤 ,他认为每一步对劳工阶级来说都

是艰苦的难题。这九个步骤分别是:首先 ,工人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有特

殊的利益;第二 ,他们必须有能力认识到 ,他们个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

利益 ,其实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阶级成员之身份;第三 ,他们必须能够

分辨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工人的主要利益和其他较不重要的经济利益;

第四 ,他们必须相信:他们的阶级利益比其他身份 ,如国家 、宗教 、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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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成员所具有的利益来得优先;第五 ,他们必须真正地仇恨剥削他们

的资本家;第六 ,他们必须体认到 ,不论是多么模糊 ,他们现有的处境是

可以改善的;第七 ,他们必须相信 ,他们乐意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第

八 ,他们必须相信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运动领导人的策略是达到这些

目的的最好方法;第九 ,在他们具有以上这些条件之后 ,当时机来临他

们是否能毫无畏惧地行动(转引自吴乃德 ,1994:109-149)。

从这九个步骤来看 ,奥尔曼对阶级意识给出了最严格的定义 。这

种定义下的阶级意识 ,在历史上可能很少出现 ,当它出现的时候 ,大概

也只发生在很少一部分的劳动者身上 ,或者发生在参与工人阶级运动

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吴乃德 ,1994:119)。而迈克尔·曼(Michael Mann)

的定义则比较容易操作 ,他整理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对阶级意识所做的

定义 ,得出了其中四个最为基本的要素。第一 ,阶级的认同:将自己定

义为工人阶级 ,在生产过程中与其他劳工扮演同样的角色;第二 ,阶级

的敌对:认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是他的敌对者;第三 ,阶级的整体性:个

人在社会中的处境 ,以及社会整体的风貌都由上述两者所决定;第四 ,

对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追求:透过与其敌对者的斗争 ,追求另外一种社会

制度(Mann ,1973:13)。在这些可操作性的定义基础上 ,吴乃德归纳出阶

级意识的三个基本要素 ,他认为相同阶级地位上的民众 ,要发展出其特

定的社会和政治态度 ,甚至成为一个集体的行动者 ,都需要三个共同的

要素:对自身阶级的认同 ,对自身特殊的阶级利益的认知 ,对改变现有秩

序的可能性的认知(吴乃德 ,1994:116-117)。他认为这三个阶级意识的

元素 ,既是阶级意识的不同面向 ,也是阶级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①

从吴乃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所指出的阶级意识的三个要

素 ,实则是对迈克尔·曼提出的四个基本要素的综合及阐释。所以 ,本

文也将按照迈克尔·曼的思路来具体分析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

工人的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但与这些理论相区别的是 ,处于市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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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乃德认为 ,任何阶级的成员要发展出符合其阶级利益的意识和行动 ,首先必须对其阶
级地位有所认识 ,对同一地位的成员有相互的认同。除了认同之外 ,阶级的成员还必须

认识到:作为这个阶级的成员 ,他有其特定的利益 ,同时这些利益是因其特定的阶级地位
而来 ,因此他与其相同阶级地位的成员之间是利害与共的。除此之外 ,对这项阶级利益

的认知 ,也让阶级成员了解到其利益的剥夺者 ,也就是界定与其敌对的阶级。具备以上

两个元素之外,阶级成员必须同时也认识到其利益的被剥夺并非本然,并非不可改变的。
只有当他们认识到另一个选择的可能性(不论是政策的选择还是制度和体制的选择),他

们才可能有所行动(吴乃德 , 1994:117-118)。



型中的国企工人并非处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阶级 ,他们所

经历的是从单位体制走向劳动力市场的过程 ,阶级意识也存在着很大

的差别。因此 ,本文不仅要分析他们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利益共识和认

同 ,而且首先要分析他们到底存在着哪些共同的利益 ,又是哪些因素促

使他们形成了利益共识。本文还要分析 ,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敌对的剥

夺者”具体指的是哪类社会群体 ,在此基础上 ,他们寻求一种怎样解决

问题的渠道并通过哪种方式表达出来。

二 、国企工人的利益共识是如何产生的 ?

自汤普森提出了阶级最终是在工人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基础上形成

的观点之后(汤普森 ,2001 1963:3-4),有关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普遍

接受了这一观点 。具海根(Hagen Koo)在研究韩国工人的阶级形成时

就继承了这一点 ,但他结合了韩国独特的文化和政治体制 ,提出了韩国

工人与 19世纪英国工人不同的阶级体验。韩国工人亲身经历的体验

是由儒家文化传统和家长制意识形态以及独裁主义国家权力所形成

的 ,而这种亲身的体验促进了韩国工人的认同和意识(具海根 , 2004 

2001:2-3)。那么 ,处于市场转型时期的中国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和

阶级意识是在哪种亲身体验中形成的呢 ?

本文所要分析的案例来自东北 C 市一家大型拖拉机厂 ,该厂始建

于1958年 ,曾是国家大型农机重点骨干制造企业 ,位于全国 500 家最

大工业企业之列 ,1990年之前是该省规模效益最佳的大型国有企业之

一。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 ,工厂的规模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职工人数一

直保持在 3000左右 。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推进 ,拖拉机厂在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当时正赶上农村经济发展迅速 ,小

型农用拖拉机市场需求量大而产品紧缺 ,拖拉机厂抓住这一机遇大力

开发市场 。工厂的规模迅速扩大 ,职工人数也增至 7000多 。但好景不

长 ,到 20世纪 90年代初期 ,该厂的效益迅速下滑 ,工人的福利待遇慢

慢减少 ,但还能每月给职工开出工资 。而从 1997年 7月开始 ,工厂陷

入生产停顿状态 ,大多数职工开始在市场上自谋出路。

1999年 ,下岗分流政策已在全国推行 ,拖拉机厂从当年 3 月份开

始执行“下岗分流 、减员增效”的政策 ,留厂的职工仅在 1000人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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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来说 ,能享受到“下岗”待遇意味着每个月可以领取一笔下岗补

助费及获得再就业优惠的下岗证。1999年底 ,工厂成立“拖拉机集团

有限公司” ,新公司把下岗职工和原来工厂拖欠的债务扔给拖拉机老

厂。有限公司的各个车间实行承包制 ,在岗职工实行按件计酬的工资

制度 ,一般工人每月工资 500元左右 。

2003年工厂实行“买断工龄”的方案。这一方案是针对全民所有

制合同工的 ,因为他们工龄比较短 , “买断”补偿数额相比全民所有制

“固定工”要少得多。工厂下达文件要求所有的合同工必须“买断” ,每

年工龄补偿 592元。到 2005年 ,拖拉机厂分两批把大部分全民所有制

合同工的劳动关系全部买断。对于全民所有制固定工实行了另外一种

改革方案 ,由于他们年龄比较大 ,有的工龄超过 30年 ,补偿数额巨大 ,

工厂不予买断劳动关系 ,而是给他们缴纳养老保险。而这些老工人也

觉得再熬几年就退休了 ,等退休之后可以领取退休金。

2006年 2月 ,市政府正式批准拖拉机厂依法实施破产 。11月份 ,

拖拉机厂启动破产程序并拟定了破产方案 ,2007年 1月 19日该方案在

职代会上通过。从破产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拖拉机厂当时的真实处

境。企业亏损情况:2003 年年末亏损 4882.66万元 , 2004 年为 7000.43

万元 , 2005 年为 4785.95 万元;欠缴税金 4087.27 万元 ,其中增值税

1751万元;拖欠银行贷款本金为 49482万元 ,利息 3877.2万元 ,本息合

计高达53359.20万元;此外 ,工厂还拖欠目前在建工程款 1431万元①;

工厂同时拖欠了职工巨额的债务 ,截止到 2006年 9月末 ,拖欠职工各

类债务高达 5032.9万元。其中 ,拖欠工资 3878万元 ,差旅费 138.7 万

元 ,职工集资款利息 102.2万元 ,医药费 328.33万元 ,采暖费 305.28万

元 ,交通费 6.7 万元 ,职工个人垫付养老保险费 210.96万元 ,托儿费

5.8万元 ,房改费 41.38万元等;除此之外 ,工厂还拖欠市社会保险公司

养老保险费9130万元 。

企业要破产 ,将留下了一批等待身份转换的职工。截止到 2006年

10月末 ,拖拉机厂在册职工总数为 3947人 ,在编职工 3906人 ,即将退休

职工41人 ,在编职工当中 ,全民固定工3466人 ,全民合同工440人。这些

人员的身份将随着企业的破产而转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普通劳动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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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上关于企业账务以及职工人数的数字均来源于拖拉机厂公布的破产方案。

资料来源于《C市拖拉机(集团)有限公司产权转让招商策划书》 。



从1958年建厂到2007年破产 ,拖拉机厂经历了将近50年的历程 。

这是一家非常典型的国有企业 ,国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绝大部分政

策都在该工厂中留下了痕迹 ,特别是自 1978年之后 ,拖拉机厂差不多

执行了每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拖拉机

厂执行了“利润包干”的经济责任制 、承包责任制 、股份制改革 ,以及建

立现代企业集团改革等等企业改革政策;从工人的角度来看 ,工人经历

了劳动关系改革 、工资制度改革 、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改革 ,以及“下岗

分流”和失业“买断”等等政策 ,拖拉机厂工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差不多

经历了所有关于国企职工所要经历的制度变迁。从拖拉机厂的发展历

程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国家政策在具体实行中的整个动态过程。在

企业从辉煌走向停产再走向破产的过程中 ,拖拉机厂的职工也从单位

体制下相对富裕阶层逐渐走向城市贫困阶层(吴清军 ,2006a)。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 ,工人在经历了下岗 、失业以及“买断”等政策

之后 ,产生了强烈的不公正感 。但是 ,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人在工厂生产

中体验的不公正感 ,拖拉机厂工人是在生产过程之外体验到的。这种

不公正感主要来源于三种亲身体验 。

第一 ,国企改革前后工人生活的强烈对比。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以及在20世纪 90年代初期 ,拖拉机厂是 C市大多数市民所羡慕的单

位 ,职工的生活在整个 C 市也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但随着单位逐渐走

向破产 ,职工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自身生活水平下降 ,与

其他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很多职工怀

念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 20世纪 80年代的生活 ,当时那种衣食无忧 、按

时上下班的生活与目前贫困的生活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第二 ,工人

与工厂管理层的生活状况的鲜明对比。在工厂逐渐走向破产的过程

中 ,一种巨大的反差现象在拖拉机厂出现了 ,一方面 ,工人整体逐步走

向贫困的状态 ,而工厂领导层则过着一种在工人眼里被认为是奢侈的

生活;第三 ,工人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对比。在工人自己看来 ,他们

不仅与社会上的富裕阶层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甚至有些工人认为自己

已沦落到社会最弱势的地位。

在工人们的认识中 ,他们的生活状况之所以与国企改革前 、工厂领

导层以及社会其他阶层产生如此大的差距 ,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权利和

利益受到了剥夺。对此 , 布莱切 、李静君以及陈峰人都做过分析

(Blecher ,2002;Lee ,1999b;Chen , 2000),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国企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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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做具体的界定 ,只是使用了“劳动权 、就业权 、保障权”等模糊的词

语。实际上 ,在拖拉机厂工人的意识中 ,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可以分成

两类:一类是国家原来通过隐性契约的方式所承诺的终身就业和福利

保障权利;另一类是国家为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置换工人身份过程

中通过法律和社会政策赋予的权利 。

在传统单位体制下 ,国企工人享有最主要的两大权益就是终身就

业权和较为全面的福利保障权 ,但随着单位制逐渐解体 ,这两项权利通

过劳动关系 、工资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制度变迁逐渐被取消了。制度

变迁使传统国企工人意识到自身与国家和企业经营者的不同利益 ,促

使他们形成利益共识 。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工人阶级的群体认同是一种对他们的特殊

身份的认同和对单位的认同。① 在市场转型时期 ,制度变迁所产生的

群体认同发生了变化 。这一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 ,转向对传统身

份和权利的认同 。传统产业工人在从单位走向市场的过程中 ,经历了

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 ,正如拖拉机厂的工人 ,在 20世纪 80年代中

后期开始的国企改革中 ,经济收入 、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地位的变迁使他

们在两个时期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由此形成的反差感为传统国

企工人群体提供了认同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是他们对国家政

策的抱怨和不满 。尽管陈峰认为 , “由于国家垄断了所有的控制手段 ,

在必要的时候 ,它可以强行实施一些危害某些社会群体利益的政策 ,而

且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 ,它并不一定会遇到这些群体的公开反抗 。

工人也不例外。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 ,以至于缺乏

自己独立组织的中国工人不可能对这些政策提出挑战 ,他们除了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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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计划经济时期 ,单位作为集各种职能于一身的总体性组织 ,是国家社会资源分配的组

织通道 ,它几乎将城市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纳入到与国家直接相联系的组织体系当中 ,

使城市社会高度组织化;同时 ,社会成员的身份也必须通过单位组织来确定 ,个人若离开
单位将失去自己的身份 ,并且 ,单位组织成为国家配置稀缺资源的基本渠道 ,同时消灭了

诸如市场等其他替代性渠道 ,使得组织成员高度依附于单位 ,这导致绝大部分社会成员
的生存依赖于单位。因此 ,单位的类型 、规模以及级别直接影响工人获取社会资源的多

少。单位内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单位息息相关 ,并且单位内成员大体
上是终身制 ,成员在各单位之间的流动也很少 ,所以 ,在每个单位内部的成员实际上形成

了不同的身份群体 ,在工人无法从单位外的渠道获取资源的情况下 ,工人对自身所处的

单位存在着高度的认同。故此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 ,阶级意识和认同被身份认同
和单位认同所取代 ,中国的工人并没有出现如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下的资本—劳动对立

的阶级意识 ,而是在特殊的社会结构体制下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意识和认同。



别无选择”(Chen ,2000)。但是 , “默认”和“不反抗”并不说明他们对此

没有产生不满和抱怨情绪 。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留恋和对目前处境

的不安 ,使传统国企工人产生某种冲突意识 ,其直接指向的是变迁对其

原来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的剥夺。但是 ,也正如前面所强调的 ,传统国

企工人与国家之间是一种隐性的利益矛盾关系 ,即使在他们感受到整

体利益受损的情况下 ,也不可能以此为抗争的理由 ,而只是隐含在工人

与企业管理者间利益矛盾的关系之中。

其二 ,对国家政策赋予的权利和利益的认同。在国家从企业的劳

动关系以及具体经营中退出后 ,它的角色主要是制定法律 ,以规范劳动

力市场和调整企业的劳动关系 。国家政策的具体实施由企业经营者来

承担 。假如企业管理层执行政策力度不够 ,或者利用职权损公肥私 、贪

污腐败 ,他们就会成为工人攻击和抱怨的直接对象。特别是管理层的

腐败行为更是激发传统国企工人阶级群体意识的主要因素 。在与企业

管理层发生利益冲突的过程中 ,传统国企工人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整

体的利益的存在 。陈峰的研究也表明 ,企业改制是造成工人不满的主

要和直接原因 ,它在劳动合同 、工资 、福利 、津贴 、养老金 、失业补偿 、劳

动条件等一系列问题上 ,引发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争议(Chen , 2003),

这些抗议的共识基础就在于国家政策赋予传统产业工人的权利和利益

得不到实现。

所以 ,国企工人利益共识的产生是与两个进程密不可分的 ,一是国

企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被削弱的进程 ,二是国家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共政

策发展及推进的进程 。而这两个进程都是在制度变迁中进行的 。在劳

动关系 、工资制度 、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等制度的变迁过程中 ,我们

可以看到 ,一方面制度变革削弱或剥夺了国企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时

期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 ,新颁布的国家法律和社会政策又赋

予了国企工人新的权利和利益 ,这种权利和利益往往由于企业管理者

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无法获得实现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工人形成了新

的利益共识。这种利益共识来自于他们在制度变迁中的共同体验 ,是

在国家意识形态 、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政策的共同促使下逐渐形成的 。

国企工人在市场转型中形成的新的利益共识成为他们形成群体认同和

冲突意识的基础 ,也将为他们保护自身利益所进行的抗争活动提供动

员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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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与阶级意识

在上面的部分 ,我们把国企工人在市场转型中受到削弱和剥夺的

利益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是原有的在单位体制下形成的权利和利益 ,另

一是在置换身份过程中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赋予的权利和利益 。在调

查中我们却发现 ,国企工人并非像研究者那样明晰地区分这两种利益 ,

在这两种利益被剥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冲突意识是混合在一起的。对

于第一种权利和利益的削弱 ,国企工人并没有把抗争的矛头指向国家 ,

而是形成了一种普遍的 、对自己目前生活状况的抱怨 ,并把这种抱怨的

矛头指向了企业管理层。对于这一现象 ,布莱切 、李静君等人都做了解

释。布莱切认为中国的改革建立起了国家和市场的霸权 ,而工人则接

受了其核心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 ,工人很难界定到底应该由谁或者

由什么来对他们的痛苦变迁承担责任 ,绝大多数工人已固化了一种意

识 ,即他们的生活好坏取决于企业的状况 ,而没有过多地考虑根本性的

原因 ,也没有考虑他们企业所处的特殊经济环境。他们在哪里受穷了 ,

他们就批评直接导致他们贫穷的原因 ,所以 ,他们斗争的矛头往往直接

指向企业的管理者 ,而非国家和市场制度(Blecher ,2002:283-303)。李

静君在1999年也提出类似的解释 ,她认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过程中 ,工人们不可能反抗全球化和市场自由主义的抽象力量 。

但是 ,她同时也指出 ,工人们能够辨识直接面对的对立者。地方政府机

构 、政府主管部门以及企业管理者便经常成为地方性劳工斗争的目标

(李静君 , 2006 1999)。以上两种观点都引用了葛兰西 “霸权”

(hegemony)的概念进行解释 。而陈峰则从“道义经济学”的角度给予了

另外一种解释 ,他认为工人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充满怨气 ,但

是 ,对不期而至的市场经济 ,他们并没有采取十分敌视的态度 ,因为他

们除了适应它 ,别无选择 。只有在生存危机存在的情况下 ,工人才会对

管理者的腐败行为采取抗议行动(Chen , 2000)。本文也发现了以上三

位学者提到的一个共同现象 ,即国企工人的冲突意识直接指向的是企

业管理者 ,而并非是国家或高层政府。但与他们解释的角度不同 ,本文

从工人产生利益共识的基础出发进行分析 ,认为国企工人的利益共识

是在国家意识形态 、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政策的促使下逐渐形成的 ,他们

的利益还需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才能够实现 ,所以在抗争中他们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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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与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相对抗的冲突意识 ,故而他们把对目前

艰难处境的抱怨直接指向了企业管理者 。

在本文的案例中 ,拖拉机厂工人针对企业管理者产生了怎样的冲

突意识呢? 概括起来说 ,本文认为具体表现为三方面:第一 ,工人对企

业管理者经营无方的抱怨。正如布莱切所分析的 ,工人并不反对市场

经济 ,即便那些受到市场经济冲击最大的工人 ,他们也认为市场竞争包

括劳动力和收入市场化是正确的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 ,相

反 ,他们认为企业之所以差就是因为管理者没有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

行管理和经营(Blecher ,2002:283-303)。如拖拉机厂工人认为国家实

行市场经济在方针政策上并没有错误 ,如果还是按照计划经济那样“吃

大锅饭” ,工厂的经济效益肯定好不起来 。工厂之所以最后走向破产 ,

主要原因就在于工厂领导没有抓住市场机遇 ,在企业管理和经营上跟

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在笔者的访谈中 ,一些工人一再强调一个

事实:拖拉机在东北仍然存有大量的市场。拖拉机厂工人并不反对市

场经济 ,也不反对企业按照市场化的规则来治理工厂 ,他们所抱怨的是

工厂管理体制的僵化 、混乱状态以及工厂领导缺乏市场经营的策略 。

当然 ,大部分工人并没有专门的经济学知识 ,也没有能充分证实市场经

济就比计划经济好的资料和数据 ,但是 ,他们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的

信息和所见到的现象 ,特别是与其他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厂相比较 ,觉得

工厂的效益之所以不好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工厂领导缺乏正确的

管理和经营策略 。

第二 ,对工厂管理者贪污腐败行为的愤恨。陈峰在分析下岗职工

的抗议行为时指出 ,工人如何看待生活中的不公正 ,会不会因为这些不

公正而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 ,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即生存危机和管

理层腐败 。同时他也指出 ,虽然生存危机和管理者腐败都是引起工人

不满的原因 ,但是 ,二者在促使工人采取抗议行动时所发挥的作用完全

不同 。生存危机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 ,只有在生存危机存在的情况下 ,

管理者腐败才能诱发工人采取抗议行动 。换言之 ,如果管理者的腐败

行为对工人生活不产生重要的影响 ,工人一般对此采取默认的态度

(Chen ,2000)。但是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企业管理者的贪污腐败行为

虽然不一定能促使工人产生集体抗议活动 ,但并不说明不会促使工人

产生敌对意识。在大部分拖拉机厂工人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 ,

即工厂之所以破产 ,主要原因是工厂领导贪污腐败。工厂领导的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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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行为 ,特别是管理层对国有资产的侵吞 ,是工人最能直接感受到

的 ,也最能促使工人产生愤恨的心理。工人在他们贴出来的告示中 ,义

正词严地谴责企业领导人的贪污腐败。在我们的访谈中 ,工人们经常

拿70 、80年代的工厂领导与现在的管理者做对比 ,对后者的贪污腐败

行为表达出愤慨之情 。当然 ,对大部分工人来说 ,他们很难掌握企业管

理层贪污腐败的实际数据 ,但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目睹工厂的固定资

产日益减少 ,感受到工人的生活日益艰难。在这几种反差对比中 ,工人

往往把工厂管理者当成剥夺自身利益的罪魁 ,将抗争的目标直接指向

工厂管理层。

第三 ,对工厂管理者不落实国家政策的怨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

指出 ,国企工人权利意识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政

策。但在拖拉机厂 ,国家的政策往往无法实现 。比如 ,下岗生活补助费

达不到国家政策制定的标准 、下岗再就业工作无法开展 ,以及买断工龄

的补偿金达不到国家的标准等等 。正如李静君所言 ,中央政策与地方

具体执行情况之间的差距 , 往往为工人的抗争提供了空间(Lee ,

1999b)。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 ,这种差距是促使工人对企业管理者产

生冲突意识的重要来源。工人们在访谈中经常会这样表达:“中央的政

策是好的 ,就是下面执行得不好” 。在工人们的意识当中 ,国家的政策

是维护工人利益的 ,并且对工人的利益也做了非常明晰的规定 ,但是这

些政策一旦在工厂中执行起来就与政策的精神不相符 。工厂这种不落

实国家政策甚至与国家政策相背离的行为 ,使管理者成为工人们指责

的对象。

随着国家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建设和信息的公开化 ,以及传播

媒介的多样化 ,工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这些信息 。他们可以对

照这些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 ,很容易发现工厂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错

误和与国家政策背离的地方。当工人们遇到这些问题时 ,他们一方面

是求助法律保护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是请求上级政府对工厂管理者进

行监管和惩处。但是 ,在拖拉机厂 20多年的改制当中 ,工人们所遇到

的问题大部分未得到解决。在工人们看来 ,他们的问题之所以得不到

解决 ,主要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在背后支持企业管理者 ,因此 ,地方政

府往往也成为了工人们冲突意识直接指向的对象 。

通过以上对国企工人冲突意识三个方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辨识出

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资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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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意识。在市场转型时期 ,中国国企工人并非像西方工人那样对国家

的威权和资本家的剥夺表现出阶级意识 ,而是把抗争的矛头指向了直

接导致他们生活困境的企业管理者。在工人的意识当中 ,市场经济改

革是大势所趋 ,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大方向 ,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对企

业管理者不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管理和经营是可以指责的 ,正是由于管

理体制僵化才导致了企业效益的低下。对于那些生活来源依赖企业经

营状况好坏的工人来说 ,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利益受损 。再者 ,企业管

理者的贪污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 ,也一直是工人们所指责的。国有

资产流失不仅损失了国家的利益 ,更为直接的是损害了工人的切身利

益。在工人们眼中 ,这些国有资产是经过他们三代人的艰苦奋斗才积

累起来的 ,现在被企业管理者挥霍一空 ,损失最大的就是他们 。并且 ,

工人利益的实现是依托于这些国有资产的 ,如果国有资产没有了 ,他们

的利益更无法得到实现。另外 ,企业管理者不落实中央的政策 ,在工人

的意识中 ,是对他们利益和权利的直接剥夺 。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社会

政策是维护工人利益的 ,但是由于企业管理者的执行不力或者背离法

律制度和中央精神 ,致使法律和政策变成一纸空文 ,工人们的权利和利

益也无法得到实现。以上三个因素混杂在一起 ,在工人当中产生了一

种针对企业管理者的“敌对”意识。

四 、理论探讨:阶级意识产生于生产过程之外

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尤其是文化传统对阶级

意识的形成有何作用 ,马克思并未做具体深入的探讨 。马克思强调的

是生产过程 ,他把社会制度 、历史和文化的因素都溶入了对生产过程的

研究 。而马克思之后的学者则将研究目光投注于工人组织 、政党 、纲领

性文件 、政治事件及经济斗争等工人阶级意识的外在表现上 ,对工人阶

级意识内在的历史和思想渊源则鲜有分析 ,其结果是形成了刻板的 、结

构化的斯大林主义。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突破了这一

桎梏 ,他致力于突破当时占马克思主义研究统治地位的结构—化约主

义(structural-reductionist),或者说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 。汤普森在马

克思生产关系决定阶级意识理论的基础上 ,强调了文化和社会制度在

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确定了所谓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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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构主义视角 。

到20世纪 80年代后期及 90年代 ,受汤普森和埃拉·卡兹尼尔森

(Ira Katznelson)① 等人的影响 ,有学者开始利用研究西欧和美国工人阶

级形成的理论和方法 ,来研究 20世纪中期新兴的 、非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 ,即研究从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国家

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 ,涌现了一批比较经

典的文献 ,例如:具海根在《韩国工人》中研究了韩国工人在 20世纪 50

-90 年代形成的历史(具海根 , 2004 2001), 查克里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在《工人阶级历史的再思考:孟加拉 1890-1940》中研究了

印度工人在 1840-1950年的历史(Chakrabarty , 1989),塞德曼(Gay W.

Seidman)在《制造斗争———1970-1985年巴西与南非的工人运动》中研

究了南非和巴西在 20 世纪 70年代和 80 年代中期的工人阶级历史

(Seidman ,1994)。他们分别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入到前资本主

义社会后 ,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产生的过程 ,把以欧美为中心的阶

级形成理论引进了对非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解释 。他们都强调 ,并不

是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一定能带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

级的意识和行动 ,在分析工人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意识时应该把特定社

会的结构和文化 、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从以上的文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汤普森否定了简单的生产关系

决定阶级意识的理论 ,认为生产关系和文化的共同作用决定了阶级意

识 ,但是他仍然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经历主要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

因为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 ,或在以后被迫进入。具海根

等人认为 ,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和政治意识 ,最终的根源是工厂中极度

滥施权威和专制霸权 ,工人在工厂中体验到了强烈的不公正感 ,对资本

家和管理方积蓄了强烈的愤恨 ,强调的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共同体

验对产生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的重要作用。

但是 ,如上文分析的拖拉机厂的案例所显示的 ,在中国转型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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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 ,即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和群体意识并不是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而是在工厂生产过程之外产生的 。与工人反抗

控制和剥削他们的工业纪律不同 ,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是在国有企业

改革过程中 ,对逐渐失去的体制身份以及体制身份所拥有的权利和福

利的体验中形成的 ,他们体验到的不公正感是外在于生产过程的 。在

马克思 、汤普森等人的阐释中 ,工人阶级在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了阶级

意识 ,抽象地说 ,工人阶级的斗争本质是雇佣劳动力 —资本的斗争 ,这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是直接表述出来的 ,而在具海根和查克里巴蒂的表

述中则加入了文化和政治的因素 ,认为工人阶级是在对文化和政治权

力协同资本一起压制工人的工厂纪律中形成群体认同的。但与此相区

别的是 ,导致国企工人形成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并非是工厂纪律 ,而

是社会制度变迁和单位管理层的腐败。正是因为自 20世纪 80年代中

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变迁 ,逐渐剥夺了下岗失业人员原有的

体制身份 、福利待遇及工作机会 ,而社会制度的变迁又是由单位管理层

来具体执行的 ,所以下岗失业人员在体制身份和权利被剥夺的过程中 ,

共同的经历 、共同的体验使他们非常容易产生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

这里所说的制度变迁主要涉及三大制度:劳动关系 、工资制度以及

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 。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有企业和集体

企业的改革中 ,我们看到了这三项制度的一个基本趋势 ,即劳动关系的

市场化 、薪酬制度的市场化 、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化和市场化 ,以及单

位福利制度的取消(沃尔德 , 1996 1986;常凯主编 , 1995;郑功成等 ,

2002;李琪 ,2003)。这些制度变迁逐渐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的身份制和单位制 ,传统的国企工人也逐步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普通

劳动者。通过 20多年的改革 ,国企工人的身份体系已经趋于瓦解 。一

方面 ,在改制后的企业中 ,工人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被雇用者;另一

方面 ,自 1997年开始实行的职工大规模“下岗 、失业”政策之后 ,大量的

国企职工失去了原有的身份成为城市失业者。而通过养老 、医疗和失

业等三大保险制度的改革 ,传统的以单位为主体的保障体系被打破了 ,

传统国企工人逐渐走向劳动力市场和市场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并且 ,

通过福利制度的改革 ,国企工人原来在单位所享有的生活福利逐渐走

向了市场化消费 。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国企工人与国家以及企业管理层的关系也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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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关系 ,即资本与劳动力的

矛盾关系 ,资本家通过对工人劳动的剥削从而占有剩余价值。早期大

部分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 ,都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但是 ,

在社会主义市场转型时期 ,劳动关系的市场化所带来的矛盾关系并非

建立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劳动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而是国家通

过制度的变迁逐渐削弱传统产业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享有的权

利和利益 。正如赖特所说 ,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分工的协作一体

化通过中央政府的计划而扩展至整个社会 ,导致剩余的剥削性转移的

机制包括由中央计划官僚根据等级原则占有和分配剩余。因而 ,与之

相应的阶级关系是管理者 官僚 ———控制组织资产的人 ———同非管理

者之间的关系 ,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以组织资产剥削为核心的(赖

特 ,2006 1985:86)。在市场转型时期 ,对传统国企工人的权利和利益的

剥夺也是通过制度变迁来实现的。但是在这里所形成的阶级关系的基

础并非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而是建立

在制度变迁基础上的国家和企业管理者对传统国企工人既有权利和利

益的剥夺。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也不是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关

系 ,而是国家—企业管理者—工人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关系。在这三

个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两对基本的矛盾关系 ,即国家与传统国家工人

之间隐性的利益矛盾关系 、企业管理者与传统国企工人显性的利益矛

盾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劳动关系中 ,这种关系的两个终极是国家

和企业的工人 ,国家成为惟一的“雇主” ,负责配置劳动力 ,确定社会的

工资水平 ,决定社会的福利标准等 ,而受雇的一方是全体劳动者中的一

部分生活在城镇的人 。于是 ,在企业内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受国家

雇用的 ,在法律上他们之间并没有身份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 ,只有

“社会分工”的不同(李琪 , 2003:2)。这种关系具有由三个不同层次的

利益所组成的利益结构。在这个结构中 ,国家一直主张企业内部劳动

关系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 ,反复强调职工的个人利益 、企业的集

体利益 、社会整体利益都是由国家来代表。国营企业的管理者仅仅是

国家与工人之间的“中介” ,在劳动关系中只负有两项职责 ,其一 ,执行

政府的有关人事政策;其二 ,向职工传达政府的政策 。自 20世纪 80年

代以来的国企改革和劳动关系改革促使了这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和利益

关系的变化。沃尔德把国家角色的变化概括为两个方面 ,其一 ,政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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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劳动力分配计划 ,并将招收和解雇劳动力的权力返还给企业经营

者 ,而它则只负责对这些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其二 ,政府不再直接介

入企业的工资分配 ,因此 ,企业经营者可以自行确定企业的工资水平 、

工资形式和分配方案(沃尔德 ,2002 1991:116-144)。从这两方面我们

可以看出 ,政府正逐渐退出企业的劳动关系和社会福利的供给。政府

的退出打破了原来国家对工人终身就业的隐性契约关系和高福利的待

遇 ,但是当政府取消了以企业为基础的劳动保障制度之后 ,并没有为工

人提供一个新的有效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网络 ,工人陷入了两种制

度之间的断裂之中(Lee ,1999a)。所以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

都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政府的退出导致了传统产业工人在这一过程中

的利益受损 ,不仅逐渐失去了终身的职业保障 ,也失去了各种在计划经

济体制时期所享有的权利和待遇。实际上形成了传统产业工人与国家

的利益矛盾关系 ,但这种利益矛盾关系是隐含在工人与企业管理者矛

盾关系之中的。

在政府退出之后 ,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主体———即工人与企业管

理者 ———逐渐得到明确。由于劳动制度的改革和法律的规定 ,企业经

营者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管理主体”(李琪:2003:11)。企业管理者的

权力加大了 ,他们不仅获得了雇用劳动力的权力 ,可以根据企业的生产

需要决定雇用的数量和劳动力的质量;而且 ,他们也有根据企业的生产

需要和工人的表现解雇或者裁减工人的权力 。尽管经营者的权力在很

多方面受到了法律的限制 ,但是法律仍为他们行使这些权力提供了一

定的依据 。另外 ,在决定企业的内部人事管理事务方面 ,经营者的权力

也在逐渐加大。这些变化都标志着工人在企业中所直接面对的将是企

业的经营者而非最初决定他们工作和福利的政府(李琪:2003:11)。随

着企业经营者权力的增大 ,特别是经过 20世纪 90年代末期大规模的

企业改制之后 ,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下降 ,与企业经营者之间在利益和

收入方面的差距也逐渐加大。当企业目标转为利润导向的时候 ,工人

成为工资收入者;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 ,工人成为商品(White ,1996:

433-457)。随着改革的深入 ,政府不再代表企业利益 ,企业不能代表

工人利益 ,原有的一体化利益结构不复存在 ,工人个人的利益意识越来

越强烈 ,工人与企业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矛盾关系形成了 。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 ,制度变迁促使传统国企工人意识到自身与国

家和企业经营者的不同利益 ,正是在劳动关系 、工资制度 、社会保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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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福利等制度的变迁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制度变革削弱

了国企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 ,而另一方面 ,新

颁布的国家法律和社会政策又赋予了国企工人新的权利和利益 ,但是

这种权利和利益由于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往往无法得到实

现。所以 ,这两个权利和利益被削弱的过程促使了国企工人群体意识

和阶级意识的产生。与具海根一样 ,本文也强调文化和政治在工人阶

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区别是本文在具体分析中加入了另外一个

重要的因素 ,即制度变迁的因素。正是在制度大变革的背景下 ,制度赋

权与剥权相互结合的进程促使了传统国企工人在市场转型中形成了阶

级意识。

所以 ,本文认为 ,在中国市场转型时期 ,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和意

识并不是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中产生的 ,而是建立在制度变迁对

工人既有的权利和利益的削弱及剥夺的基础之上的。与工人反抗控制

和剥削他们的工业纪律不同 ,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是在身份制和单位

制的解体过程中 ,在权利和利益被削弱或被剥夺的亲身体验中 ,产生了

强烈的不公正感 。正是在这种不公正感产生的过程中 ,国企工人逐渐

意识到自身与其他群体存在利益上的区别 ,从而形成区别于其他阶层

的利益共识。

五 、小　结

上文我们结合拖拉机厂的具体案例 ,对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和意

识产生的过程 、内容等做了具体分析 。同时 ,本文也指出 ,国企工人群

体认同和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两个进程密不可分的:一是国家法律

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发展和推进的进程;二是国企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被

削弱的进程。正如具海根在分析韩国工人阶级形成时所指出的 ,国家

权力和传统文化在工人阶级形成中起到的是双重和矛盾的作用 ,即同

时既压抑也促进了工人的认同和意识(具海根 ,2004 2001:3)。但是 ,在

中国的市场转型时期 ,国企工人与韩国工人以及 19世纪欧美工人的群

体认同和意识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区别 ,后者的阶级意识直接指向的是

威权国家和剥夺他们劳动的资本家 ,然而国企工人矛头指向的则是企

业的管理者。之所以出现如此现象 ,是因为国企工人群体认同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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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主要来自于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赋予他们的权利和具体的利

益。在工人们看来 ,法律制度 、国家政策和中央精神是至高无上的 ,同

时也是他们用以评价自身行为和企业管理者行为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

则 ,即便他们发动抗争性的活动 ,他们的目标指向的也仅仅是企业管理

者 ,顶多也就指向地方政府包庇或纵容企业管理者的行为 ,他们并不反

对国家改革的政策以及市场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 ,我们得出一个初

步的结论 ,即处于市场转型时期的国企工人的阶级意识并非在生产过

程之中产生的 ,而是在生产过程之外产生的。

故此 ,我们在分析国企工人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时 ,应该对迈克

尔·曼和吴乃德提出的阶级意识形成的要素进行修正。迈克尔·曼认为

基本要素之一是工人对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追求(Mann ,1973:13),而吴

乃德把这一要素修正为对改变现有秩序的可能性的认知 ,而另一个选

择的可能性就不仅仅包括对另一种制度和体制的选择 ,而且也包括对

另一种政策的选择(吴乃德 , 1994:117-118)。但是 ,国企工人在群体

意识的形成中并非要改变现实的体制 、制度以及国家政策 ,而是寻求改

变制度和国家政策具体实施的另外一种方式 ,以使这些制度和政策得

到具体的执行和落实 ,从而使制度和国家政策赋予他们的权利和利益

得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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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of selective mobility of workers from the state

sector to the market sector to illustrate how the market transition has led to earnings

inequality in former state socialist countries.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2000

from ten Chinese cities reveals that recent entrants into the market are driven by two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 resulting in a more heterogeneous body of workers in the

market sector than before.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monly observed

higher earnings in the market sector are limited only to a subgroup of later entrants who

enter the sector voluntarily.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es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 of a late market entry on earnings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pensity of

making such a transition.

Workers '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Times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Wu Qingjun　58……

Abstract: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worker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on the base of a case

study.With the defini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which Michael Mann defined , the article

respectively interprets the process and the cause of workers' collective interest

consciousness , and factors and process which form worker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Theworker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OE are formed

outside of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opposition is

no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Also , the cause of opposition is not the

rigorous discipline in the factory , b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ystems and the

corruption of supervisors.It is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s of workers in SOE that promotes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Village Democracy and Its Determinant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400

villages Sun Xiulin　80…………………………………………………

Abstract:Thirty years pas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democracy , but there is

still a critical puzzle: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village democracy in China? Using a

representatively nation-wide sample ,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 including economic factors ,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political factors.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e:(1)economic factor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village democracy.(2) Local institution , especially the

existence of lineage organization , has an essential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A harmonious community is also helpful.(3)The effect of political factor is

not prov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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